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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儿山温带落叶阔叶林通量塔风浪区生物量空间格局

刘帆１， 王传宽１， 王兴昌１，∗， 张建双２， 张著１， 王家骏１

１ 东北林业大学生态研究中心，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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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网格法在帽儿山温带落叶阔叶林通量塔风浪区（１５００ ｍ × ４００ ｍ）内设置直径为 ２０ ｍ 的圆形样地 １０６ 个，运用地统

计学方法和回归分析法研究了乔木生物量空间格局及其驱动因子。 结果表明，风浪区总生物量平均值为 １５３．６３ Ｍｇ ／ ｈｍ２，变异

系数为 ３７．８９％；根冠比平均 ０．２５（变化范围 ０．１８—０．３６）。 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的空间自相关显著，半方差模型

的结构比分别为 ０．５０、０．６１ 和 ０．５０，空间异质性尺度分别为 ２７６ ｍ、１９８ ｍ 和 ３７５ ｍ。 硬阔叶林与杂木林的生物量组分和根冠比

差异均不显著，但以胸高断面积（ＢＡ）为协变量，生物量组分差异显著。 硬阔叶林和杂木林生物量组分与 ＢＡ 均呈极显著的线

性正相关关系，ＢＡ 可以解释总生物量和地上生物量空间变异的 ８５％以上，表明局域尺度上 ＢＡ 可作为森林乔木生物量的预测

因子。 两种林型的生物量与优势高呈对数线性关系，但相关程度较低（Ｒ２＜０．４１）。 杂木林的各生物量组分与坡度显著正相关，
但硬阔叶林的关系不显著。 帽儿山落叶阔叶林乔木生物量受 ＢＡ、优势高、林型、坡度和坡向共同驱动而存在空间变异，因此在

整合通量塔与地面碳汇测量时需要考虑空间异质性。
关键词：胸高断面积； 森林生物量； 根冠比； 空间格局； 温带落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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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ｏｅｒｓｈａｎ ｆｌｕｘ ｔｏｗｅｒ，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ｌｕｘ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ｄｄｙ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ｎｄ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ｓｌ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ｏｏｔ：ｓｈｏｏｔ ｒａｔｉ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森林是全球重要的碳库，在全球碳循环中扮演重要角色［１⁃２］。 温带森林是全球森林最重要的碳汇区域，
占全球森林净碳汇的 ６５％［３］。 亚洲温带森林是世界三大温带森林分布区之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因
此非常有必要阐明中国东北温带森林的生物量和碳汇格局［４］。

区域尺度森林生物量和净初级生产力（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ＰＰ）的估算和空间格局一直是生态学

研究的热点和难点［５⁃８］。 近年来估算东北地区森林生物量或植被碳储量的研究较多［９⁃１１］，这些研究与以往全

国各省的研究结果相比存在一定差异。 例如，李海奎等［１２］估计黑龙江省森林植被碳储量为 ９２７ ＴｇＣ，占全国

的 １２％，而郭兆迪等［１３］估计黑龙江省森林生物量碳（８１６ ＴｇＣ）占全国的（６．９ ＰｇＣ）１２．７％，明显高于焦燕和胡

海清［９］的估计值 ６０１ ＴｇＣ（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由此可见，区域尺度上森林生物量和碳储量的估算还存在较大的不

确定性。 除了方法差异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外，区域生物量的估计还受到空间异质性的制约。 ＧＩＳ 和空间统

计的发展促进了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插值的定量化研究［１４］，实现了样地到区域的森林生物量尺度推绎。 最近

有研究采用地统计学方法研究了森林生物量的空间异质性［６，７，１５⁃１８］。 例如，刘双和阮宏华［６］ 分析了广东省和

广西省森林生物量和 ＮＰＰ 的空间格局，Ｆｕ 等［１９］ 分析了浙江省森林生物量碳分布格局，Ｄｕ 等［２０］ 分析了浙江

安吉县毛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ｅｄｕｌｉｓ）生物量的空间异质性。 刘晓梅等［１８］、贺鹏等［２１］和王维芳等［２２］分别分析了黑

龙江丰林自然保护区、吉林汪清林业局金苍林场和黑龙江帽儿山实验林场的生物量空间格局。 这些研究为精

确估算区域和局域尺度的森林生物量和 ＮＰＰ 格局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森林碳通量的测定方法多种多样，每种方法都有其优劣，其中适合生态系统尺度的方法主要是测树学方

法和涡动协方差（Ｅｄｄｙ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Ｃ）法［２３⁃２４］。 地面测树学方法观测森林生物量和碳汇常用于限定 ＥＣ 碳

通量观测结果［２５⁃２７］。 然而涡动通量观测的净生态系统交换（Ｎｅ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ＮＥＥ）与地面固定样地

植被生物量和生态系统生产力（Ｎｅ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ＥＰ）的对比研究尚存在空间尺度匹配问题，通量

观测的风浪区（Ｆｅｔｃｈ）或通量贡献区（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内小面积固定样地的代表性受到森林类型（树种组成）和生产

力的空间异质性的影响［２６⁃２７］，难以直接与 ＥＣ 法比较。 大样地测量固然更为可靠，但在通量塔风浪区（一般超

过 ４０ ｈｍ２）长期监测森林生物量及其变化存在很大的难度，因此需要一种空间代表性和工作量折中的方法。
Ｒéｊｏｕ⁃Ｍéｃｈａｉｎ 等［２８］利用全球多个森林大样地数据的研究表明，由于地形起伏等因素的影响，在局域尺度上

估算生物量设置大量小面积样地估算森林生物量比少量大面积样地更合适。 然而，目前鲜有研究设置代表通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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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塔风浪区的大样地或地统计学设计样地探讨生物量和生产力的空间变异。 本研究在帽儿山站风浪区 ４５
ｈｍ２范围内按照网格法设置样地，研究风浪区内的树种组成和生物量分布格局，为精确估算局域尺度森林生

物量提供依据，同时为 ＥＣ 技术和测树学方法估算森林碳汇的对比研究提供参考。

１　 实验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地点设在黑龙江省东北林业大学帽儿山森林生态站，４５ °２５ ′Ｎ，１２７ °３８ ′Ｅ。 平均海拔 ４００ ｍ，平均

坡度 １５ °，主要土壤类型为暗棕壤。 该地区属于长白山山系支脉，张广才岭西北部的余脉。 气候属大陆性季

风气候，夏季温暖湿润，冬季寒冷干燥，１９８９—２００９ 平均年降水量 ６２９ ｍｍ，年平均气温 ３．１ ℃ ［２９］。 该地区处

于温带针阔叶混交林区，主要植被是阔叶红松林经过不同程度的干扰（采伐、经营、火烧和开垦等）后形成的

东北东部山区典型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 本研究在帽儿山站通量塔风浪区内选取具有相同干扰历史的天然

次生林，主要树种包括白桦（Ｂｅｔｕｌ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水曲柳（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春榆（Ｕｌｍ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胡桃楸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大青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枫桦（Ｂｅｔｕｌａ ｃｏｓｔａｔａ）、山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五角槭

（Ａｃｅｒ ｍｏｎｏ）和紫椴（Ｔｉｌｉａ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等，还包括少量红松（Ｐｉｎｕｓ ｋ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和兴安落叶松（Ｌａｒｉｘ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 林

下亚乔木和灌木层以暴马丁香（Ｓｙｉｎｇａ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ｖａｒ．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为主，稠李（Ｐａｄｕ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茶条槭（Ａｃｅｒ
ｇｉｎｎａｌａ）、毛榛子（Ｃｏｒｙｌｕ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和卫矛（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ｓｐｐ．）较常见。 草本层以木贼（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ｈｙｅｍａｌｅ）占
优势。

图 １　 样地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ｏｔｓ

１．２　 样地的设置与调查

当研究区域一定时，样地面积越小生物量变异越

大［２８］。 因此，权衡生物量估算精度和工作量，本研究在

帽儿山站通量观测风浪区内用全站仪以 １００ ｍ × ５０ ｍ
定 １０６ 个网格样点（图 １），以网格样点为中心设置直径

为 ２０ ｍ 的圆形样地。 １０６ 个样地总面积为 ３．３ ｈｍ２，覆
盖区域面积约 ４５ ｈｍ２。 调查样地内胸径（ＤＢＨ）大于 ２
ｃｍ 的所有树木，记录每株树木的树种、ＤＢＨ 和健康状

况（活 ／濒死 ／死）。 用测高器测量每个样地的优势高，
森林罗盘测定每个样地的坡度和坡向。
１．３　 生物量计算

本研究用特定树种的生物量异速生长方程计算每

株样木的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再计算

根冠比（地下生物量 ／地上生物量） ［３０］。 计算生物量时

优先采用 Ｗａｎｇ［３１］ 在帽儿山生态站建立的特定立地特

定树种的生物量方程。 对于超出异速生长方程 ＤＢＨ 范

围的大树，计算地上生物量时采用材积方程与木材密度

结合的方法估计树干生物量校正方程误差，再利用生物

量扩展因子（地上生物量 ／树干生物量）计算地上生物

量，地下生物量利用根冠比估算。 对于缺少特定立地特

定树种方程的树种，在比较相同科属树种的方程和其他

地区的相同树种方程之后，选择最合适的方程估算生物

量，如大青杨地上生物量采用陈传国和朱俊凤［３２］ 的生

物量方程，但该方程估算地下生物量出现明显偏差，因此由山杨的根冠比估算地下生物量。 总生物量由地上

３　 ２０ 期 　 　 　 刘帆　 等：帽儿山温带落叶阔叶林通量塔风浪区生物量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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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相加得到。 最后根据样地面积计算样地的生物量密度（Ｍｇ ／ ｈｍ２）。
１．４　 数据分析

（１）利用 ＧＳ＋９．０ 检验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和根冠比数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并拟合其半

方差图，建立半方差函数的最优模型。 （２）利用 ＧＳ＋９．０ 得到的最优模型参数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０ 地统计模块中用

普通克里格插值［１４］得到生物量空间分布图。 根冠比半方差模型的 Ｒ２仅为 ０．３４，不适合建立半方差模型，其空

间分布图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０ 做栅格计算（地下生物量 ／地上生物量）得到。 （３）胸高断面积（ＢＡ）是重要的区域

化变量［３３］，本文计算 ＢＡ 的组成，依据邵均等［３４］ 划分林型的标准略作调整，将 １０６ 个样地划分为 ６ 种林型。
划分标准为：硬阔叶树 ＢＡ 占样地总 ＢＡ 的 ７０％以上则为硬阔叶林；软硬阔叶树 ＢＡ 占 ３０％—４０％或以软阔叶

树为主则为杂木林；针叶树 ＢＡ 占 ３０％—６０％，其余均为阔叶树则为针阔混交林；杨、桦 ＢＡ 占 ６０％以上则为杨

桦林；兴安落叶松 ＢＡ 占 ６０％以上则为兴安落叶松人工林；红松 ＢＡ 占 ６０％以上则为红松人工林。 １０６ 个样地

包括 ４４ 个硬阔叶林样地、５０ 个杂木林样地、６ 个针阔混交林样地、３ 个杨桦林样地、２ 个兴安落叶松人工林样

地和 １ 个红松人工林样地。 其中 ８ 个样地受到老集材道的影响，包括 ５ 个硬阔叶林样地和 ３ 个杂木林样地。
８ 个样地（研究区域的东北方向）２００９ 年受到采伐干扰，包括 ４ 个硬阔叶林样地和 ４ 个杂木林样地。 （４）方差

分析（ＡＮＯＶＡ）比较不同林型（硬阔叶林和杂木林）的生物量和根冠比的差异显著性，为了保证林龄相近，剔
除了受集材道影响样地和采伐干扰的样地。 （５）线性回归法逐一分析生物量和根冠比与 ＢＡ、优势高、坡度和

坡向的关系，协方差分析检验方程之间的差异显著性。 该部分数据也剔除了受集材道影响样地和采伐干扰样

地。 （６）为了得到更普遍的生物量格局的影响因子，所有样地数据放在一起，并将 ＢＡ、优势高、坡度和坡向 ４
个自变量标准化后做逐步回归，用回归系数的大小表明各变量对生物量参数的相对影响。

本研究的统计分析均由 ＳＰＳＳ１９．０ 完成，除样地点分布图和生物量及其组分的分布图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０ 绘制

外，其余均由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１２．５ 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林分基本特征

帽儿山站通量观测风浪区天然次生林地统计学设计样地共调查 ９３９０ 株活立木（ＤＢＨ ≥ ２ ｃｍ），包括 ４３
个树种。 样地算数平均 ＤＢＨ 为 １０．８５ ｃｍ（表 １），各大乔木树种平均 ＤＢＨ 以胡桃楸（２１．０５ ｃｍ）最大，五角槭

（５．７２ ｃｍ）最小（表 ２）。 从个体数看，小乔木树种暴马丁香最多（３６．５８％），其次为五角槭（１３．７６％）、春榆

（１２．７２％）、白桦（４．５６％）、红松（４．０８％）、茶条槭（３．８１％）、水曲柳（３．５９％）、毛榛子（３．５１％）、稠李（１．９４％）和
紫椴（１．６１％） （表 ２）。 平均林分密度为 ２８８９ Ｎ ｈｍ－２。 ＢＡ 平均为 ２４． １６ ｍ２ ｈｍ－２，其中春榆贡献最高

（２１．１３％），其次为白桦（１４．０３％）、水曲柳（１２．０２％）、五角槭（６．１４％）、暴马丁香（６．０４％）、大青杨（５．８９％）、
胡桃楸（５．７４％）、枫桦（４．３７％）、红松（４．０７％）和落叶松（３．４４％）。 平均总生物量密度为 １５５．６４ Ｍｇ ／ ｈｍ２，春榆

（２２．８０％）最高，其次为水曲柳（１５．７０％）、白桦（１５．５２％）、枫桦（７．２３％）、胡桃楸（６．２１％）、五角槭（６．２０％）、
大青杨（４．５０％）、落叶松（３．５０％）、暴马丁香（３．２５％）和红松（２．４９％）。

表 １　 帽儿山通量观测风浪区林分基本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ｏｅｒｓｈａｎ ｆｌｕｘ ｔｏｗｅｒ

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范围
Ｒａｎｇｅ

平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Ｄ

变异系数％
ＣＶ

胸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４．１８—２２．１８ １０．８５ ２．９４ ２７．１０

林分密度 Ｓｔ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Ｎ ／ ｈｍ２） ８２８—９７５４ ２８８９ １３３９ ４６．３５

胸高断面积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 （ｍ２ ／ ｈｍ２） ４．８４—４６．３６ ２４．１６ ８．３４ ３４．５２

林分优势高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 ｍ １０．００—３１．８０ ２２．６２ ３．８９ １７．２０

生物量密度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Ｍｇ ／ ｈｍ２） ２２．６８—３０４．８９ １５５．６４ ５８．９７ ３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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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帽儿山通量观测风浪区主要树种基本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ｏｅｒｓｈａｎ ｆｌｕｘ ｔｏｗｅｒ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株数 ／ 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ｒｅｅｓ

胸径范围 ／ ｃｍ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ＢＨ

算数平均胸径 ／ ｃｍ
Ｍｅａｎ ＤＢＨ

标准差 ／ ｃｍ
ＳＤ

胸径峰度
Ｋｕｒ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ＤＢＨ

胸径偏度
Ｓｋｅｗ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ＢＨ

五角槭 Ｍａｐｌｅ １２９２ ２．００—４７．９３ ５．７２ ３．８３ １６．４０ ２．７９

春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ｌｍ １１９４ ２．００—５５．３５ １０．１８ ８．５３ ４．５５ １．９８

白桦 Ｗｈｉｔｅ ｂｉｒｃｈ ４２８ ２．００—４６．５５ １６．６４ ７．０７ １．６３ ０．６６

红松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ｉｎｅ ３８３ ２．０５—２７．１２ ９．２９ ４．４３ ０．１３ ０．６４

水曲柳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ａｓｈ ３３７ ２．００—５５．４６ １５．４９ １０．７６ １．１８ １．１８

紫椴 Ａｍｕｒ ｌｉｎｄｅｎ １５１ ２．５０—３４．２８ １１．６５ ６．２４ １．０２ １．０２

胡桃楸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ｎ ｗａｌｎｕｔ １１０ ２．１０—５３．４９ ２１．０５ ８．８３ １．０６ ０．３１

２．２　 生物量空间变异特征

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和根冠比的空间变异系数（ＣＶ）分别为 ３７．８９％、３７．７５％、４１．２７％和

１４．０５％。 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的半方差最优拟合模型均为指数模型。 半方差模型的结构比

（偏基台值 ／基台值）分别为 ０．５０、０．６１ 和 ０．５０，具有中等程度的空间自相关性（表 ３）。 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

和地下生物量的最优模型决定系数（Ｒ２）分别为 ０．７０、０．６２ 和 ０．７６，空间异质性尺度分别为 ２７６、１９８ 和 ３７５ ｍ
（表 ３）。 而根冠比的半方差模型 Ｒ２仅为 ０．３４（图 ２），因此不适合建立半方差模型。

表 ３　 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的半方差函数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ｅｓ

组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最优模型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

块金值
Ｎｕｇｇｅｔ

基台值
Ｓｉｌｌ

变程
Ｒａｎｇｅ

结构比
Ｃ ／ （Ｃ０＋Ｃ）

决定系数

Ｒ２
残差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Ｓ

总生物量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指数 １６４８ ３３０７ ２７６ ０．５０ ０．７０ ３．８７×１０５

地上生物量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指数 ７９０ ２０４５ １９８ ０．６１ ０．６２ １．６７×１０５

地下生物量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指数 ８６ １７２ ３７５ ０．５０ ０．７６ １．２１×１０２

根冠比 Ｒｏｏｔ：ｓｈｏｏｔ ｒａｔｉｏ 指数 １．９１×１０－４ １．３３×１０－４ １２０ ０．８６ ０．３４ １．２８×１０－７

２．３　 生物量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因子

２．３．１　 空间格局

生物量及其组分和根冠比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图 ３）。 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在通量

贡献区中部下坡位和南部较高，通量塔西南部偏低，东北—西南方向（山谷走向）变异程度较大，而西北—东

南方向（随坡位）变异程度较小。 北部生物量的低值区是 ２００９ 年择伐导致的，而总生物量的西南部小范围低

值区是白桦林种源试验林区（林龄为 １５ ａ）及其隔离带。 地统计学插值后的区域平均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

和地下生物量平均值分别为 １５３．６３、１２２．７１ 和 ３１．００ Ｍｇ ／ ｈｍ２。 根冠比在东北—西南方向变异不大，但总体上

随坡位升高而降低（图 ３），平均为 ０．２５。
２．３．２　 驱动因子分析

（１）不同林型的生物量与根冠比

剔除集材道干扰和采伐干扰样地后，硬阔叶林的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的平均值分别为

１６４．７３、１３０．８１ 和 ３３．９２ Ｍｇ ／ ｈｍ２，杂木林的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分别为 １５１．２４、１２１．０９ 和 ３０．１５
Ｍｇ ／ ｈｍ２。 两种林型的根冠比分别为 ０．２６ 和 ０．２５。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林型的总生物量（Ｆ ＝ ０．３５８，Ｐ ＝
０．５５２）、地上生物量（Ｆ＝ ０．９６５，Ｐ＝ ０．３２９）、地下生物量（Ｆ＝ １．８０６，Ｐ＝ ０．１８３）和根冠比（Ｆ＝ １．６８５，Ｐ＝ ０．１９８）差
异均不显著。 但以 ＢＡ 为协变量的协方差分析表明，两林型总生物量（Ｆ＝ ２０．０６９，Ｐ＜０．００１）、地上生物量（Ｆ ＝
２５．２４８，Ｐ＜０．００１）和地下生物量（Ｆ ＝ １０．８８８，Ｐ ＝ ０．００１）差异极显著，而根冠比差异不显著（Ｆ＝ １．３７１，Ｐ ＝
０．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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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ａ）总生物量、（ｂ）地上生物量、（ｃ）地下生物量和（ｄ）根冠比的半方差函数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ｄ） ｒｏｏｔ：ｓｈｏｏｔ ｒａｔｉｏ

（２）生物量与胸高断面积的关系

剔除人为干扰（集材道和采伐）的影响，硬阔叶林和杂木林的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与 ＢＡ
均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图 ４）。 协方差分析表明，两种林型的总生物量和地上生物量与 ＢＡ 回归直线的

斜率与截距均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硬阔叶林的斜率大但截距小，说明随 ＢＡ 增加，硬阔叶林生物量增长较

快，但当 ＢＡ 较低时，杂木林的生物量较大。 ＢＡ 约为 １１ ｍ２ ｈｍ－２时硬阔叶林和杂木林的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

和地下生物量接近。 二者的根冠比与 ＢＡ 相关均不显著（Ｐ ＞ ０．０５）。
（３）生物量与优势高的关系

两种林型的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与林分优势高呈显著的对数线性关系（Ｐ＜０．０５），但相关

程度较低（Ｒ２在 ０．２７８—０．４０７ 之间）（图 ５）。 与 ＢＡ 类似，根冠比与优势高相关也不显著（Ｐ ＞ ０．０５）。
（４） 生物量与地形因子的关系

硬阔叶林的生物量及其组分与坡度的线性和二次函数关系均不显著（Ｐ ＞ ０．０５）（图 ６），但根冠比与坡度

显著负相关（Ｒ２ ＝ ０．１７２，Ｐ＝ ０．００８）（图 ６）。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杂木林的总生物量（Ｒ２ ＝ ０．４１４，Ｐ＜０．００１）、地
上生物量（Ｒ２ ＝ ０．４０５，Ｐ＜０．００１）和地下生物量（Ｒ２ ＝ ０．３８９，Ｐ＜０．００１）与坡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根冠比与坡

度的相关性不显著（Ｐ＝ ０．７０３）（图 ６）。 两种林型的生物量与坡向相关性均不显著（Ｐ ＞ ０．０５），但硬阔叶林的

根冠比与坡向显著负相关（Ｒ２ ＝ ０．１７９，Ｐ＝ ０．００７），而杂木林则不显著（Ｐ＝ ０．１４７）。
将 １０６ 块样地的数据做逐步回归分析（表 ４），发现 ＢＡ 是生物量最重要的影响因子；优势高对总生物量和

地上生物量影响较小，对地下生物量没有显著影响；地下生物量还受到坡向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小于 ＢＡ；
ＢＡ 对根冠比的影响略大于坡向。

３　 讨论

３．１　 通量塔风浪区生物量的空间变异

帽儿山站通量贡献区平均总生物量密度为 １５４ Ｍｇ ／ ｈｍ２，处于东北森林总生物量的变化范围 １１—４３２ Ｍ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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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ａ）总生物量、（ｂ）地上生物量、（ｃ）地下生物量和（ｄ）根冠比的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ｄ） ｒｏｏｔ：ｓｈｏｏｔ ｒａｔｉｏ

ｈｍ２ ［４，３５］之内。 略高于整个帽儿山实验林场均值（１２９ Ｍｇ ／ ｈｍ２） ［２２］，但低于帽儿山生态站 ４ 种典型天然次生

林长期监测样地的乔木层平均生物量（２１３ Ｍｇ ／ ｈｍ２） ［３０］。 根据王维芳等［２２］的研究结果，本文研究地点位于帽

儿山实验林场生物量最高区。 本研究总生物量空间 ＣＶ 为 ３８％，在 ２７６ ｍ 尺度以下空间异质性不能忽略。 而

在生物量组分中，地上生物量 ＣＶ 为 ３８％，空间变异临界尺度为 １９８ ｍ，低于 Ｒéｊｏｕ－Ｍéｃｈａｉｎ 等［２８］在全球尺度

上 ３０ 个大样地 ２０ ｍ × ２０ ｍ 网格样方计算的平均数（＞ ５０％）和空间变异临界尺度（４００ ｍ），但与长白山阔叶

红松林 ２５ ｈｍ２大样地 ２０ ｍ × ２０ ｍ 网格样方的地上生物量 ＣＶ（３６％）接近。 根据 Ｒéｊｏｕ－Ｍéｃｈａｉｎ 等［２８］ 的研

究，地形起伏越大，空间自相关越强，变异越大，而且北方森林＜温带森林＜亚热带森林＜热带森林。 这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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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硬阔叶林和杂木林的（ａ， ｂ）总生物量、（ｃ， ｄ）地上生物量和（ｅ， ｆ）地下生物量（Ｙ）与胸高断面积（Ｘ）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ｂ）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 ｄ）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ｒ （ｅ， ｆ）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Ｙ） ａｎｄ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Ｘ）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ａｒｄ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ａｎｄｓ

硬阔叶林和杂木林的样本数分别为 ３５ 和 ４３

证实森林生物量在局域尺度存在不可忽视的空间变异［２８，３６］。

表 ４　 帽儿山通量观测风浪区生物量参数的标准化逐步回归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ｏｅｒｓｈａｎ ｆｌｕｘ ｔｏｗｅｒ

生物量参数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Ｒ２ 坡向

Ｓｌｏｐ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胸高断面积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优势高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总生物量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０．８０６ ０．８３４∗∗ ０．１２１∗

地上生物量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０．８４８ ０．８４９∗∗ ０．１３３∗∗

地下生物量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０．５９３ －０．１２８∗ ０．７４４∗∗

根冠比 Ｒｏｏｔ：ｓｈｏｏｔ ｒａｔｉｏ ０．１４５ －０．３０３∗∗ －０．３１９∗∗

　 　 表中符号 、∗和∗∗分别表示不显著（Ｐ ＞ ０．０５）， 显著（Ｐ＜０．０５） 和极显著（Ｐ＜０．０１）；所有回归模型均极显著（Ｐ＜０．００１）

局域尺度森林生物量估计的不确定性至少包括 ３ 个方面：样地空间代表性、生物量异速生长方程和预测

变量（本文是 ＤＢＨ）测量误差［２４］。 本研究采用了特定立地特定树种的生物量方程，基本上将异速生长方程的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５　 双对数坐标下硬阔叶林和杂木林的（ａ， ｂ）总生物量、（ｃ， ｄ）地上生物量和（ｅ， ｆ）地下生物量（Ｙ）与优势高（Ｘ）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ｂ）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 ｄ）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ｒ （ｅ， ｆ）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ａｒｄ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ａｎｄｓ ａｔ ａ ｌｏｇ－ｌｏｇ ｓｃａｌｅ

硬阔叶林和杂木林的样本数分别为 ３５ 和 ４３

误差降到最低［３１］。 然而，对比不同地点（东北地区）的相同树种方程发现，不同方程之间差异非常大（数据未

给出），因此在整合区域生物量方程时迫切需要考虑异速生长方程的误差［２４］。 对于个别缺少特定立地生物量

方程的树种（主要是小乔木），如蔷薇科稠李 Ｐｒｕｎｕｓ ｐａｄｕｓ、斑叶稠李 Ｐａｄ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ｉ、山丁子 Ｍａｌｕｓ ｂａｃｃａｔａ 和野

梨 Ｐｙｒｕｓ 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 以及乌苏里鼠李 Ｒｈａｍｎｕｓ ｕｓｓｕｒｉｅｎｓｉｓ 等，这也是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
从更大的空间尺度上看，帽儿山地区天然次生林生物量（１２９［２２］、２１３［３０］ 和本文 １５４ Ｍｇ ／ ｈｍ２）明显高于黑

龙江省平均生物量密度（６９ Ｍｇ ／ ｈｍ２） ［１５］，略高于温带次生林生物量密度（１２１ Ｍｇ ／ ｈｍ２） ［４］ 和我国温带落叶林

平均生物量密度（９５ Ｍｇ ／ ｈｍ２） ［３７］，但低于东北地区典型原始红松林的生物量（ ＞ ３００ Ｍｇ ／ ｈｍ２） ［２８，３８⁃４０］。 由此

可见，东北天然次生林生物量空间变异很大，在次生林与原始林的对比中典型样地的代表性可能不足，应该加

强生物量和生产力的空间异质性研究，从而提高典型样地精细观测外推至区域尺度的可靠性。
３．２　 帽儿山通量观测风浪区生物量空间格局及其启示

本文结果对局域尺度的典型样地设置和尺度上推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以往典型林型的长期监测样地通

常设置于生长最好的地段，小样本或小面积取样难以代表整个林分。 设置森林生物量样地时，既要考虑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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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硬阔叶林和杂木林的（ａ， ｂ）总生物量、（ｃ， ｄ）地上生物量、（ｅ， ｆ）地下生物量和（ｇ，ｈ）根冠比（Ｙ）与坡度（Ｘ）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ｂ）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 ｄ）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ｅ， ｆ）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ｒ （ｇ， ｈ） ｒｏｏｔ：ｓｈｏｏｔ

ｒａｔｉｏ （Ｙ） ａｎｄ ｓｌｏｐｅ （Ｘ）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ａｒｄ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ｍｉｘｅｄ ｓｔａｎｄｓ

硬阔叶林和杂木林的样本数分别为 ３５ 和 ４３

组成，也要考虑地形因子和生物量空间变异尺度。
首先，本文发现 ＢＡ 解释了总生物量和地上生物量变异的 ８５％以上（图 ４），因此用林分 ＢＡ 模型也是推算

局域和区域尺度上森林生物量可能的途径之一，其精度可与材积源法相媲美［３５］。 佟健等［４１］ 同样发现黑龙江

省软阔林乔木层碳密度与林分 ＢＡ 呈极显著的线性关系（Ｒ２ ＝ ０．８６５），张全智和王传宽［３０］ 也发现天然次生林

的乔木层碳密度与林分 ＢＡ 正相关。 贺鹏等［２１］ 利用 ＢＡ 作为协变量，采用协同克里格法进行生物量空间插

值，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些结果进一步说明 ＢＡ 是重要的区域化变量［３３］。 考虑到我国森林资源清查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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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径级是 ５ ｃｍ，我们剔除样地内所有 ＤＢＨ＜５ ｃｍ 的树木重新计算了生物量与 ＢＡ 的关系。 尽管 ＢＡ 平均减少

了 ７％，生物量与 ＢＡ 仍然存在紧密线性关系（Ｒ２范围为 ０．８４９—０．９０４），这给局域乃至区域尺度上用 ＢＡ 来估

算总生物量和地上生物量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但本研究发现两种林型生物量与 ＢＡ 的回归方程差异显著，
与先前的很多研究结果一致［４１⁃４５］，因此在林分尺度上研究森林生物量时必须考虑树种组成［３０］。 这暗示线性

模型回归系数可能与树种形态和环境因子有关，外推到研究区域以外时需慎重。 此外，ＤＢＨ 的概率密度分布

可能会对方程有一定影响，这也是用 ＢＡ 预测生物量的局限性，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
异速生长法在样地和林分尺度的生物量估算中仍为最方便有效的方法［２４］。 本研究的总生物量、地上生

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均由 ＤＢＨ 一元异速生长方程推算得到，而 ＢＡ 也是由 ＤＢＨ 计算得到，一定程度上导致 ＢＡ
与生物量统计上不独立。 大尺度森林生物量的主要估计方法（材积源法和遥感法）也是以异速生长法得到的

生物量作为“实测”数据来验证和建立统计模型［４６⁃４７］，同样存在统计上的不独立性。 从实践意义上讲，材积源

法与利用林分 ＢＡ 推算生物量的优劣还取决于 ＢＡ 与材积和木材密度误差的相对大小。 若不考虑 ＤＢＨ 测量

的不确定性，林分 ＢＡ 的计算不确定性只来源于树干胸高横断面与圆形的近似程度；材积也是根据每木检尺

结果（ＤＢＨ 或 ＤＢＨ－Ｈ）计算得到的，明显大于 ＢＡ 的不确定性。 因此采用 ＢＡ 预测生物量还可以避免材积计

算和木材密度估计引起的额外不确定性。 遗憾的是，我国以木材利用为导向的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并没有涵盖

林分 ＢＡ。 此外，本文发现生物量与林分优势高相关程度（Ｒ２在 ０．２７８—０．４０７ 之间）明显低于 Ｗａｎｇ 等［４８］研究

的东北地区森林生物量与林分高的相关程度（０．７３）。 这表明用林分优势高估算森林生物量可能更适用于大

尺度，在小尺度上应用误差较大。
其次，地形因素也影响森林生物量的空间分布。 地形影响立地条件从而导致生物量的差异，不同地区生

物量随地形的变化存在差异［５，１８，２２，３９，４９⁃５０］。 帽儿山实验林场森林生物量与坡度（０°—２６°）呈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２２］，但丰林保护区的森林生物量密度随坡度（０°—２５°）增加而降低［１８］，而黑龙江长白山的森林生物量密度

随坡度增加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４９］。 本研究却发现坡度影响了杂木林生物量，但对硬阔叶林没有显著影

响。 进一步分析发现杂木林 ＢＡ 与坡度正相关，但硬阔叶林的 ＢＡ 与坡度不相关，因此坡度可能通过树木大小

影响 ＢＡ 的变化，进而导致生物量的坡度格局。
再次，生物量变异尺度是设置森林生物量样地空间分布的重要参考。 温带森林局域尺度上常规小面积样

地（如 ３００—６００ ｍ２）的变异尺度一般在 ２００—５００ ｍ 之间［２８］，样地间距离也应该在此范围之内。 这样可以更

有效地代表研究区域的整体状况，避免在生物量低值区和高值区设置过密造成偏差至关重要（图 ３）。 本研究

采用 １００ ｍ × ５０ ｍ 网格设置样地，明显小于生物量变异尺度，因此简单平均值（１５６ Ｍｇ ／ ｈｍ２）与地统计学插值

后的区域平均值（１５４ Ｍｇ ／ ｈｍ２）高度一致。
此外，相对稳定的根冠比为地下生物量估计带来简便有效的方法。 本研究的森林根冠比在 ０．１８—０．３６ 之

间，其平均值（０．２５）略低于中国落叶林根冠比（０．２８） ［５１］和东北森林根冠比（０．２７） ［４］，与长白山原始林根冠比

的平均值（０．２３） ［３９］接近。 硬阔叶林和杂木林根冠比差异不显著，因此当缺乏地下生物量方程时，在区域尺度

上利用平均根冠比估计树种组成复杂的天然林地下生物量可能较为简便。 本研究发现根冠比总体上随坡位

的升高而降低，说明坡位变化导致树种组成乃至森林类型变化，进而导致地上－地下生物量分配不同。 需要

指出的是，尽管本文利用特定立地特定树种的生物量方程计算林木生物量［３１］，但生物量方程本身并没有考虑

地形因子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中的地形因素总是通过影响林分因子来影响根冠比。 研究大尺度气候因子对根

冠比的影响会面临更大的问题，因为很多样地的根冠比数据并不是用特定立地特定树种的生物量方程计

算的。
最后，森林生物量的空间格局对风浪区内的 ＮＥＰ 估计具有重要意义。 ＥＣ 技术的 ＮＥＥ 与测树学法的

ＮＥＰ 对比是约束年度碳通量观测的有效途径之一［５２］，同时还可以研究碳汇在森林生态系统内部的分配格

局［２５］。 Ｃｕｒｔｉｓ 等［２６］通过对比 ５ 个观测站的碳通量与地面实测值，发现其中 ４ 个观测站碳通量观测值高于地

面实测碳通量，而ＭＭＳＦ （Ｍｏｒｇａｎ－Ｍｏｎｒｏｅ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ｅｓｔ）观测站通量塔 ＮＥＰ 低于地面测量数据［２６，５３］。 由于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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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动协方差的通量贡献区一般在 １—２ ｋｍ 范围以内［５４］，通量塔下的小范围样地难以代表整个通量贡献区的

状况。 Ｉｌｖｅｓｎｉｅｍｉ 等［５５］发现在芬兰欧洲赤松（Ｐｉｎｕｓ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人工林，以通量塔为中心不同半径范围的年生物

量增长量对结果存在影响。 Ｔａｎ 等［５６］利用 １ ｈｍ２和 Ｇｉｅｌｅｎ 等［２７］用 ２ ｈｍ２样地与 ＥＣ 通量观测对比，仍然难以

充分反映通量贡献区。 本文 ４５ ｈｍ２研究区域内总生物量的空间变异系数高达 ３８％，综合考虑精度和工作量，
大量机械分布的小面积样地的采样效率高于少量大面积样地［２８］。 此外，碳通量贡献区与风向有关［５４，５７］，帽
儿山通量观测风浪区夜间多为东北风而白天以西南风为主［５８⁃５９］，盛行风向（山谷走向）上的生物量格局均存

在较大变异（图 ３），在对比 ＥＣ 法与测树学方法的碳汇时应该予以考虑。 森林生物量是林木生长量和枯损量

长期平衡的结果［６０］，年均生物量碳密度增长量（样地生物量碳密度除以林龄）基本可以体现 ＮＥＰ。 本研究绝

大多数样地林龄和干扰历史相近，生物量的空间格局间接体现生产力的空间格局，因此估计森林碳汇（ＮＰＰ、
ＮＥＰ 和净生态系统碳平衡）也应考虑空间异质性。

４　 结论

帽儿山温带落叶阔叶林通量塔通量观测风浪区内 １０６ 个样地（覆盖 ３．３ ｈｍ２，总区域约 ４５ ｈｍ２）的乔木层

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分别在 ２７６ ｍ、１９８ ｍ 和 ３７５ ｍ 尺度以下存在明显的空间变异，其平均值

分别为 １５４ Ｍｇ ／ ｈｍ２、１２３ Ｍｇ ／ ｈｍ２和 ３１ Ｍｇ ／ ｈｍ２，其变异系数分别为 ３８％、３８％和 ４１％。 生物量及其组分的这

种空间变异主要受 ＢＡ 和优势高共同驱动，其中前者起着决定作用，而森林类型和地形因子起次要作用。 为

了提高涡度协方差技术与地面测树学方法测算森林碳汇的精度，需要考虑生物量及其组分的空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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